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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维新派的教育救国思想

王荣国

早期维新派是十九世纪中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初的思想代表，是戊戍维新派的思想先驱。其教育救国思想至今缺乏研究，对此作番探讨，不但有助于全面了解早期维新派的思想，而且对中国资产阶级教育救国思想的产生具有溯源的意义。

（一）

早期维新志士在向西方探寻救国真理过程中，认识到西方富强并非因为有洋务派所谓“船坚炮利”之类的“长技”，而在其“以护商为本”的经济制度与“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的政治制度；认为要振兴中国，只有搬西方社会的模式，“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但他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何以能够实行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其发展工商致富的根本措施何在？他们深深思索，冀求解答。
“西洋政权制造无一不出于学。”​[1]​西方“文物制度，釐然秩然”，工巧商富，都是重视“学”的缘故。​[2]​这是郭嵩焘，陈虬对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所作的回答。薛福成根据自己出使外国观察的感受，指出西方各资本主义对国家重视养民教民，“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省，以及国都之内，学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无不有一定程限……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3]​就是说，重视兴办教育、培养多层次、多种类的人才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郑观应则作出富有理论的说明，他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读书则智，不读书则愚；智则强，愚则弱。”​[4]​因此，兴学育才是“治天下之大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无贵贱，皆有所教，人才济济，百事兴举，国家富强。他道出了很有代表性的见解：“泰西之强强于学。”​[5]​
显然，早期维新派大都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重视教育。他们不约而同地反省中国的封建教育。
在早期维新派看来，清朝虽设各级教育机构，京师有国子监，省府州县有相应的学校与书院，实际上则形同虚设。陈炽说，国子学视同旒缀，生徒寥寥，实为一些“官僚吏胥藉以糊口”之地。​[6]​宋恕也说，书院成了尊爵之区，院师的名衔成了相互赠好之物。​[7]​就连一般官员都承认，“今天下书院义学，有名无实者十居八九。”​[8]​当时的学校书院实际上成为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唯科举是从。宋恕指出，就学者多为浮薄之徒，即便号称：“攻苦者，亦不过死读无用之书。”​[9]​汤震也指出，书院的学生“淫心于帖括以争此铢两之高下。”​[10]​在他们看来，这种教育机构不过是学生自囚的监狱！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现行的学校教育“名为储才，实为储不才。”​[11]​在他们(P.103)看来，造成上述恶果的直接原因是科举制度，因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取士制度。清代的科举制度承袭明制，以八股文的优劣为录取之准的。早期维新派认为，八股取士不过“试其颂扬格式字句”，要想得第，只要死背功令规定的经书与经解书籍，学写篇漂亮的八股文就行。不是衡量学识智力，而是测验记忆力，象“探筹”一样，碰运气，靠侥幸。考八股文美其名曰：“代圣贤立言”，实则人云亦云地照《四书》、《五经》的说法拼凑成文，既不许各抒已见，更不许联系现实，有舍经义而“别抒心得，高古绝俗者，有司往往摈不录，”​[12]​他们还揭露科场作弊成风，如夹带抄袭，枪替代作，换卷顶替等等。由于作弊者得逞，使有限的录取额更少，硕学之士的录取率更低。本来以中国天下之大，人文之盛，何患无才？由于取士制度不合理，多数有才能的人，厌倦科名“或湮没不彰，或市井潜藏，或名山终老。”​[13]​薛福成说，人才见收于科举，实则聊聊。​[14]​科举取士，还要考试帖与小楷。能否得第取决于八股文优劣，能否得到高官美差，则取决于试贴与小楷的水平。早期维新派不禁发问，“人才所由大用，其在小楷与试贴乎？”​[15]​
他们还指出，近代战争已经发展到使用船舰枪炮，刀矛弓石业已过时。只要不是糊涂闭塞者都会认识这一点。事实上，封建统治集团中部分洋务大僚已认识到，要想强化封建统治，必须学会制船造炮，因此办起军事工业。奇怪的是，武试却仍然考弓石刀矛。早期维新派认为，学非所用，无异于驱民“就死地”，更何谈抵御外侮？
科举考试，考的是脱离实际的时文试贴，录取率又低，大多数士子屡试不第，结果蹉跎岁月，皓首无成。早期维新派指出，为了应付科举，士子所学的不是“制艺”，就是“小楷试贴”，不但不能启迪智慧，反而“束缚智勇，掩塞聪明。”​[16]​有的士子读书久了，因终日伏案，没有讲求舒筋活络的健身之法，竟至“其背如驼”，​[17]​摧残了身心健康。总而言之，科举取士是摧残人才，斫丧人才。
他们进而揭露统治者推行科举取士制度的险恶用心在于愚民。如薛福成引用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的话说：“秦皇以不读书愚黔首，明祖以读书愚黔首”。在他们看来，八股的危害甚于秦始皇焚书。要独裁专制，必然要愚民，愚民是维护专制集权享年久长的“良策”。秦始皇焚书是为了使人无知无识，以便更好地愚弄百姓，维持其封建专制的大一统。明清的八股取士，为的是培养与选拔驯服工具，其目的与秦始皇焚书毫无二致。后者较前者手法更高明，危害更大，用心更险恶。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在八股取士制度下，读书人自幼奔命于考场，绝大多数人屡试不第，屡不第屡试，少年时代博古通今、经营四方的壮志，勇猛进取的锐气，指天划地的气概，都随白发增多而消磨殆尽。“如是则豪杰与议论之士必少”，统治者“驯治天下也甚易。”​[18]​
但是历史早已物换星移，中国封建社会已没落，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并席卷东方。封建统治阶级对内勉强可“驯治天下”，对外却抵挡不住咄咄逼人的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和列强的入侵，只能落得个落后挨打。
总而言之，早期维新派认为，封建教育培养不出人才，而只能造成庸人充斥，使举国上下充满“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憍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19]​等腐恶习气。他们指出，中国之贫弱，“枢纽于中国之才之贫也；”​[20]​而人才之贫则是由于中国教育衰败。因此，要“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21]​

（二）

要振兴中国，必须广植人材，要广植人材，必须改变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效法日本，采用(P.104)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模式，兴办近代学校。“宏学校以育真才”，​[22]​这是早期维新派的共识。
那么，如何“宏学校”呢？他们则各有主张，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改学宫书院为各级新式学校，以郑观应、汤震、陈虬等人为代表。我国书院出现于唐末五代，至宋大兴，明清仍盛行，且按省府州县设立。书院有学田作为经费来源，经济独立，供给学生膳食，又拥有一批私人捐赠或政府颁发的图书资料。随着封建制度日益腐朽，清代书院也同各级官学一样每况愈下，培养不出人才。汤震等人认为，由于国势危殆，百废待举，各部门都需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如出使之才，翻译人才，制造之才，武备之才，律例之才……要培养成千上万的各种人才，单靠白手起家创立新式学校是有困难的。在他们看来，既然现行的书院已形同虚设，培养不出人才，莫如改成新式学校。要培养人才“舍书院其焉储之夫”，欲“育异等人才，莫如釐整书院。”​[23]​同样，各级官学也在釐整之列。他们主张利用原有学宫书院的校舍，经费等，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学模式，进行补充损益，变通改造，添置西学方面的图书资料，聘请中、西教习改成新式学校。
在汤震、郑观应等人看来，改学宫书院为学校是兴办近代学校教育的捷经，既省经费又速效，“无须别筹经费另行建筑，一转移间，通国即可举行。”​[24]​他们进行一番盘算，认为单就书院而言，全国“二十三行省，书院何翅以千计”，都改为新式学校，“一书院储才数十人计，千书院可储才者数万人。”通过数以千计改造了学宫书院广为育才，“群索其骏”，“类拔其尤”，人才“将取之不胜取，用之不胜用，虽驱驾风霆，挞夷长不难矣。”​[25]​言下之意，中国的强盛为期不远。
他们建议朝延，要明诏所有省府州县各学宫书院，延聘熟悉西学者为教习。在汤震眼里，同文馆是中国西式学校的典范。他主张以同文馆为改革模式，“取同文馆章程颁示之”。​[26]​郑观应则主张“仿照泰西程式”设学，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州县为小学，设于府、省会为中学，设于京师为大学。郑观应还对文、武学校分科提出具体意见：文科类分文学、政事、语言、格致、艺学六种；武科类分陆军、水师两种。汤震与郑观应的具体主张不尽相同，但在仿效并推行西方资产阶级各级学校制度方面则是一致的。
早期维新派关于“宏学校”的另一种主张是重新创办各级新式学校。王韬、陈炽、容闳、何启等人持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改书院为学校固然好，但偏僻之地连书院都没有，“又何从而改之，不重新设学校，欲求教化之兴，人才之众也，其可得乎？”王韬提出，每省郡州邑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27]​选专门名家者为之导师。陈炽的看法与此相近，但他强调应先从城市然后推及乡村，尤其是海疆各地，更应“急速”筹办，并认为学校规模不能太小，“其生徒至少必愈百数。”可见陈炽等人所设想的是一个规模庞大而且耗资巨大的兴学工程。因此，他认为办学经费可根据各省具体情况，或集民捐，或提官款。同时他还提出可将不法的的寺观改为学校。他说：“各省丛林道院，藏垢纳淤坐拥厚赀，徒为济恶之具，有犯案者，宜将田宅一律查封，改为学校。”​[28]​
王韬与陈炽虽然虽然注重创办学校，但不反对将有些旧书院改为学校，认为可增设一些西学课程，延聘西人为师资。​[29]​
他们对新式学校的分科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何启、胡礼垣等人提出较系统的设想：如中国文字、外国文字、万国公法，中外律例，中外医道、地图数学、步天测海、格致化学、机器工务、建造工务。轮船建法、轮船驾驶、铁路建法，铁路办理、电线传法、电气制用、开矿理法，农务树畜、陆军炼法，水师练法等。显然比郑观应的分科主张详细。
上述两种意见，即主张改学宫书院为新式学校与主张重新创办新式学校，虽然具体主张有(P.105)别，但都旨在谋求拯救民族危机而推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各级教育制度。他们的分科设想虽有差别，但都涵盖了近代自然科学和某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其中所贯穿的采纳西学、培养人才以振兴中华的思想脉络清晰可辨。
早期维新派除了提出兴办不同层次的学校外，还主张根据需要设立各类专科学校，如实业学堂，工艺制造学堂，格致学堂，商学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使才馆等。这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系统，反映了早期维新派力求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不同类型的人才。它已不局限在洋务派所主张的对外交涉与军事人才，而基本上涉及到国计民生的诸方面。同时，他们主张在享受教育的对象方面，应是“邑无贵践，皆入宫学”，即普遍地受教育。这既反映了资产阶级教育机会均等的思想，又体现际了他们在特定的民族危机下要求国民接受教育以报效祖国的救国思想。
留学教育是早期维新派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倡导留学教育的志士。他把自己的留学计划视为对祖国“永恒热爱的表现”，认为实施留学教育是“改革和复兴中国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曾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府条陈“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的建议，得到许可，并于1872年至1875年率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生童在美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其“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30]​被清政府视为越轨，全部撤回。早期维新志士对此感到“甚为可惜”，​[31]​仍不放弃留学救国的主张。他们提出改善派遣办法，由各省挑选年二十岁左右，聪颖、通古今、识大体的“诸生”或各省录取的留心时务的“文、武各生”，遣送出洋“期十年分类学习”。“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32]​
中国封建社会是官本位社会，鄙视百工，崇尚仁途。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可以做官。或施治国安邦抱负、或谋求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只有通过做官，才能实现读书人的宿愿。科举是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选择官吏的正途，被视为“通天梯”，一朝得第就可青云直上，读书人大都围绕科举这根“轴心”团团转。由于时代的局限，早期维新志士没能提出打破传统的科举选官的格局，而主张新式学校毕业的学生还要过相应的科举考试关“登进之阶级如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之类一仍旧称，三年一试。”​[33]​但他们意识到，八股不废，科举不改，将直接影响人们直接新式教育。郑观应说，“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34]​薛福成也说，欲得各种实学人才，“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殄，朝野上下，皆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庶几风气自变，人才日出乎。”​[35]​
废八股改科举，“以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这是早期维新派的普遍认识。如何改科举呢？郑观应，陈炽主张除“正科”外，另设“专科”，前者考“中学”，后者考西学。汤震主张在原有考试场数的基础上，改考时务，洋务，经义子史古学。王韬则主张分十科取士，即经学、史学掌故、词章、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辨论时事、直言极谏；陈虬则主张设艺学、西学、国学、史学、古学五个科目。尽管意见不一，但有一共同倾向，即尽可能为西学多争些地盘，让中学、西学并存，注重学以致用。
他们对武试制度也提出改革意见，认为选拔的标准，首先，要有军事谋略，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能熟习地理形势，利用地形地物设防制敌；其次，水、陆军都要能操作枪炮，命中及远，水师还要驾驶战舶，熟习水道；再次，要能建筑营垒炮台，制造机器与战、守、攻的作战器具。他们要培养与选拔的是能适应近代战争需要，有效抵御外侮的军事人材。
可见，早期维新派试图对科举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以利于近代学校的发展与新式人才的(P.106)培养。他们说，如此，“将见士气振作，人才奋兴。以之制物则物精，以之制器则器利，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以之取财则财足，以之经商则商旺。政无不理，事无不举。”​[36]​

（三）

培养新型人才，不仅仅要兴办新型学校，更重要的是要更新教学内容，否则只能是新瓶装旧酒。早期维新志士主张在教学中要讲求西学，他们决心开辟一条“西学东渐”的渠道，引“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改良东方文化，变老大帝国为少年中国，​[37]​“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8]​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传递的手段。西学是外来文化，对它的接纳，在教育领域同样受制于特定时期一个民族文化对另一民族文化选择的容受度。那么，如何接纳并讲求西学，才能使学生成为各种专门人才，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王韬从中国传统的道器观出发，认为“道”即“孔子之道”是好的，万世不变，为西方所不及，中国坏就坏在“器”方面，必须“取诸西国”。据此，他主张学校课程要分为文学与艺学两部分。文学部分以儒家经学为主，使学生“知古圣绪言，先儒训诂，以立其基”，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艺学部分则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他说，舆图能识地理之险易，山川之塞；格致能知造物制器之微奥，天算为机器之权舆；律例为服官出使之必需，小之定案决狱，大之应对四方，折冲尊俎之类。​[39]​郑观应提出学校教育应“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特别强调所有新式学校主要传授西学。他说，就西学而言，“格致、制造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学校主要传授以“格致”为主的自然科学与以“制造”为主的应用科学。这在他的分科教学设想中得到体现。他主张，文学科学诗文、词赋、章奏、牋启；政事科学吏治、兵刑、钱谷；言语科学各国语方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格致科学声、光、化、电诸学；艺学科学天文、地理、测算、制造；杂学科学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陆军科学枪炮利器、兵律、营制、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海军科学测量、测星、风涛，气候，海道，沙礁、驾驶及海战攻守。​[40]​马建忠、陈炽等人主张学生所学的应“明体达用，本末兼赅。”总之，他们要培养的救国人才是“体用兼备”，即既懂“孔孟之道”、又学有专长的人才。
郑观应的“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也罢，马建忠、陈炽等人的“明体达用，本末兼赅”也罢，贯穿其中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王韬所谓的“道器”关系，也只是体用问题不同角度的表述。显然，他们在教学内容方面的主张，没有超越当时文化选择的指导原则即“中体西用”。他们所“采西学”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包括军事科学）与经济学说为主，基本上属于戊戍维新派所说的“艺学”范畴。与军事上抵御外侮的兵战，经济上发展实业进行“商战”的实业救国论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后者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其“艺学”中包含了某些在“变器”、“达用”的名义下引入的西方“公法”“律例”，旨在澄清当时腐败的吏治与应付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涉的需要，尽管它还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核心，但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体系的有机构成要素。可见其“艺学”里，也可以说其“西学”里已蕴含了戊戍维新派教育救国思想中“政学”​[41]​的某些因子。
早期维新派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民族资本的投资设厂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微弱，而顽固势力却十分强大，因循守旧之风弥漫朝野。那些自称正人君子者流鄙视西学，以谈西学为可憎，认为是“以夷变夏”，兴办近代教育阻力极大。洋务大僚奕沂等在北京创办同文馆，顽固派攻击他们中“鬼计”使良家“子弟拜异类为师”。洋务派兴办外语教育尚且受到多方挖苦，早期维新派要引进“西方文明”就更不用说了。为了减轻阻力，他们打着“礼失求诸野”的旗号，尽量(P.107)到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所颂扬的三代去寻找依据，穿凿附会，试图以此为挡箭牌，以利于西学的传入。郑观应认为，泰西机器制造、算术几何、天文地理源于中国，化学、重学、光学、电学亦无不如此，一句话，西学是中国固有的。​[42]​陈炽认为西方的“格致之学”原为《大学》的一篇，称为“格物致知”，是我三代富强之实效，由于秦始皇焚书，而迁转至欧西，中国自格致无传，典章散佚，“遂使万古名邦，气象■然，将为印度之续”，而泰西各国得我“西圣之绪余”、“格致之真功”，精益求精，始臻富强。在早期维新派看来，现在西学东渐是上天“思所以救之”，使“还之于中国”。他们指责顽固分子阻止学习格致之学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强分彼此，“疑为异学而摈之”，是不识时务，将“贻诮于后世。”​[43]​既然，西学原为中国古圣贤创造的，那么，今天为振兴中华，寻之于西方，介绍回中国，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顺理成章！他们主张“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从得而学之。”他们坚信“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44]​
如前所述，早期维新派所要引进的“西学”主要属于戊戍维新派所说的“艺学”范畴， 这同洋务派的主张无太大区别。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目的不同。洋务派在办洋务时，也创办少数近代学校，主要传授“方言与军事知识，”也兼及一些粗浅的格致之学、工艺制造之学，培养少数掌握某种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员，为洋务事业服务，借办洋务为行将灭亡的清朝封建统治打强心剂。而早期维新派则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培养大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以促进实业的发展，民族经济的腾飞，同外国进行商战，抵御西方的经济侵略，使国家富强昌盛。
民族资本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民主政治为保障，这已为早期维新派所认识。他们主张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制度。议会是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物，需要有相应的民主常识与政治文化氛围。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人们缺乏民主知识与意识，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无法骤然实行。他们虽然还未能象戊戍维新派那样明确提出设立“政学”，培养政治变革人才，但已意识到实行议会政治与兴学的密切联系。郭嵩焘说，中国要维新“一切新政……其源尤在学校”。​[45]​陈炽、陈虬提得更为明确。陈炽说“学也者……亦所以联上下为一心，合君民为一体。”​[46]​陈虬则主张改书院为新式学校，学校可兼具议院职能，由主管官员出题，学生围绕所出的议题进行讨论。以供选择。到了戊戍维新派前夕，何启，胡礼垣提得更具体些。他们认为，要改科举、兴学校，待培养出人才，尔后“开议院以布公平”。他说：“既已养天下之才以为才，而天下之才皆其才，练天下之识以为识，而天下之识皆其识矣。今复行以闢门议政之法，是直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否则“不学无术之辈而布政，自无不危”。​[47]​他认为新式学校毕业获得文科进士、举人、秀才有资格分别当选为省、府、州、县议会的议员。县议员从秀才中选举，由平民公举，但平民必须是二十岁以上，读书明理、身体健康者才有公举权，不愿为议员的秀才也可参加公举，府议员从举人中选举，由秀才公举，不愿为议员的举人也可参加公举；省议员从进士中选举，由举人公举，不愿为议员的进士也可以参加公举。他提出，被公举的议员应将其所学的知识“施之于政，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48]​这才是“真为政者矣。”这是戊戍维新派以教育为政治改革入手之方的教育救国主张之先声。
可见，无论是发展民族资本，还是实行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早期维新志士都主张从教育入手，以之为手段。他们认为只有造就一批各方面的人才，才能实现中国近代化，达到救国之目的。教育救国思想构成早期维新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
早期维新派的教育救国主张主要以著书立说、游说上层的方式，寄希望洋务大僚采纳实(P.108)施，没有想通过政治运动付诸实践。但他们为救国所作的上述思考成为宝贵的思想资料，为后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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